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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主播账号作为互联网经济勃兴时代的新型生产力,相关司法纠纷层出不穷,但我国尚未形成具体的

民事法律制度明确其权利性质及归属。由于传统“物债二分”体系下的诸多理论难以妥善化解网络主播账号纠

纷的桎梏,故而须加以反思与补正。出于弥合立法缺陷与不损益现有民事权利体系的双重考虑,应当选择“多元

权利说”与“关系范式说”为理论基础,实现研究范围与视角的“超越”。网络主播账号极具个性化,不应提前设限

其权利性质,而应以包容视角将其认定为物权、债权、人格权等多元权利客体,以网络主播账号“使用权及其收

益”为真正争议焦点,其权利归属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遵循当事人约定,必要时以公平与效率为兜底,实现司

法审判的实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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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短视频与直播带货经济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的纠纷不断涌现,
网络主播账号作为重要生产工具,成为双方利益分配下的焦点。在传统“物债二分”理论体系下,由于对

网络主播账号的性质尚未形成共识,导致司法实践难以援引具体的法律规范指导裁判。且司法裁判对争

议焦点的归纳存在账号“所有权”与“使用权”混淆之弊,使得账号归属的判定缺乏合理性。本文试图打破

传统“物债二分”理论的桎梏,以新颖的视角定性主播账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合理确

定账号归属。

一、网络主播账号纠纷的司法裁判现状

笔者在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数据库中以“主播账号归属”为关键词,共检索出150余件裁判文书。
在司法实践中,网络主播账号属于虚拟财产已达成共识,然而对其权利性质的界定却存在物权、债权、其
他民事权益等多种观点,案件争议焦点究竟是账号“使用权”还是“所有权”也存在不同认识,而账号归属

的裁判依据主要是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少见援引具体法律规范。
(一)网络主播账号定性不一

自网络虚拟财产被纳入民法保护之客体以来,司法实践积极保护主播账号权利,但对于其法律性质

存在不同解读。从现有裁判文书来看,大部分法院将主播账号认定为物权客体,极少数法院认定为债权

客体或一般财产。网络主播账号权属纠纷的案由分布于物权确认纠纷、合同纠纷、劳动争议、不当竞争纠

纷等,也反映了网络主播账号定性上的分歧。若认定网络主播账号为物权客体,那么主播账号的保护是

否应当等同于“其他的物”? 主播账号的物权设立是基于何种原因? 若认定账号为债权,请求转移网络主

播账号权利的相对人应当是主播还是网络运营商? 法律性质的不同选择,意味着后续权利救济路径匹配

的差异。而上述逻辑问题,至今未有妥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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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纠纷争议焦点概念混淆

网络主播账号纠纷的争议焦点是账号权利的归属,但从判决书的表述来看,争议焦点本身仍有待明

晰。部分法院将网络主播账号权利表述为“账号所有权”或“账号使用权”。网络主播账号涉及内容复杂,
当事人诉诸的究竟为账号本身抑或为账号中负有经济价值的内容,多数法院并没有厘清,而笼统地将所

有权与使用权归属于当事人。少数法院将具有经济价值的内容从账号中剥离,认为账号所有权归属于网

络运营商,账号使用权及添附财产具有经济价值,其归属可依据当事人约定加以确定。① 网络主播账号由

网络运营商控制,用户与网络运营商之间关于账号归属的约定具有效力,但主播与经纪机构关于账号的

约定同样有效,且无法约束网络运营商,若将账号所有权归属于主播或者经纪公司,网络运营商对账号的

管领和支配将受到限制。
(三)裁判缺乏具体规范依据

《民法典》第127条已明确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民事权利客体范畴,但该条作为总则部分的引致性条

款,籍以解决现实纠纷略显抽象。目前,法院认定网络主播账号权属的依据主要为合同约定或者公平原

则,大部分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赖于主播账号归属的约定,在没有约定时,则以公平原则为指导。
由此观之,法院判断网络主播账号归属的依据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一方面,我国关于账号型虚拟

财产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稀缺,另一方面,即便在《民法典》《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存

在相关法律规范,因其具有抽象性而难以在具体的法律纠纷中得以适用。鉴于此,法院通常依循意思自

治或公平原则,藉由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加以裁判,进而造成裁判不一之后果。
综上所述,网络主播账号纠纷的裁判现状说明网络主播账号的法律性质亟待明晰,从而便于适用相

应具体民事法律规范以认定其归属。

二、网络主播账号性质的学理省思

目前关于网络虚拟财产法律性质的争论,呈现百家争鸣之态势。将诸多学说进行体系化归纳,“物债

二分”的权利化路径下,形成物权说、债权说两大主流观点。在超越“物债二分”体系下,形成了知识产权

说、新型权利说的权利化路径,以及民事权益说、关系范式说的非权利化路径。然而,上述各学说用以解

决网络主播账号纠纷仍面临诸多困境,有必要对其展开反思。
(一)“物债二分”体系下的权利化路径

物权说分为传统物权说和准物权说两类。传统物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符合民法中“物”的特性,
但囿于物权法定原则,网络虚拟财产不构成为物权客体。准物权说则对传统物权说作出改良,认为虚拟

财产不属于传统民法上的“物”,但为可处分之标的,可以被用于交易或者继承,具有类似物权的法律地

位,可认定为“准物权利益”。[1]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对“物”的支配已从事实上的控制转化为法律上的控

制。《民法典》“物权编”将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等纳入规则体系,实际上完成了“物权法定”到“财
产法定”的间接性蜕变。[2]以准物权说的视角观之,网络虚拟财产可作为物权客体,但其对网络主播账号

的范围认识尚不够全面。
债权说认为网络主播账号的本质为网络运营商的服务,倾向于将账号权利解释为“使用权”,以贴合

虚拟财产“无形性”。但网络主播账号权利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使用账号的权限。债权为相对权,若将网络

虚拟财产定性为基于网络服务协议而产生的债权,则网络用户仅能向网络运营商主张权利。但现实中,
网络用户对账号的权利可对抗网络运营商以外的第三人,突破了债权相对性。再者,在用户违规使用账

号时,网络运营商享有封号的权利,而此种权利具有强制性,与债权之平等性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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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物债二分”体系的权利化路径

知识产权说相较于物权说、债权说扩展了研究视野,认为账号是网络用户投入创造性劳动的结果,也
是网络运营商的智力成果。[3]诚然,网络虚拟财产的产生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但其本身只是代码数据的

组合,不符合知识产权的独创性要件。
新型权利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应为独立的新型财产权利。网络虚拟财产作为新兴事物,已被《民法

典》认可为权利客体,赋予其新型权利属性具有可行性,但立法任重而道远。目前,网络虚拟财产的独立

性尚不足以作为新型权利,仍然没有跨越“财产”的鸿沟,故不宜将其作为新型权利。[4]

多元权利说认为虚拟财产并非当然属于物权、债权等单一权利,而是多种权利之复合体。这是由虚

拟财产的内容所决定的,同一信息的不同内容可分别对应不同的权利。司法实践应当根据被侵害的不同

法益,适用相应的裁判依据。[5]笔者赞同此种学说,其更符合主播账号内容多元的特殊性。当前,网络虚

拟财产的法律性质未成定论,而相关纠纷却层出不穷,在相应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只有拆解网络主播

账号的实质内容并分别确定其权利性质,进而援引现有法律规范以裁决纠纷。多元权利说在解决网络主

播账号归属纠纷中具有独特优势,笔者将在下文系统分析。
(三)超越“物债二分”体系的非权利化路径

“物债二分”体系外的权利路径虽然有所创新,但是因“权利范式”自身的缺陷,仍然无法完美解决网

络虚拟财产的性质及归属问题。研究范式的转化意味着研究对象视觉格式的转换。[6]因此,有学者提出

“民事权益说”和“关系范式说”。
民事权益说采用消极方式,将虚拟财产定性为民事权利,待时机成熟时再以立法形式赋权。《民法

典》中的“民事利益”是指由民法保护的,因缺乏必需的构成要件而尚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7]网络虚拟财

产是一种实然状态,这种实然状态一旦形成便会转化为一种既存的价值状态,数据或模型的灭失无法否

定这种状态,其符合民事利益的特征。[8]而民事权益说的不足,表现于回避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问题,致
使网络虚拟财产的归属等现实困境悬而未决。

关系范式说则略过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直面可能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关系。相较于上述

权利范式说,关系范式说将研究焦点从虚拟财产纠纷的“权利属性”转化为“法律关系”,而法律关系是产

生权利义务的社会关系,[9]笔者认为,关系范式相较于权利范式而言,不仅关注到了问题根本,且更便于

解决现实问题。与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属性的解释选择相比,具体的归属判断问题更值得关注。网络虚拟

财产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且具有不确定性,简单的权利概念难以解决网络虚拟财产纠纷,以当事人的法

律关系作为重点,更能凸显《民法典》的工具性价值。
上述学理主张均有其合理之处,但基于网络主播账号之特殊性和司法实用性的价值追求,多元权利

说与关系范式说更适宜用以解决网络主播账号纠纷。

三、网络主播账号纠纷解决的理论根基

“多元权利说”正面回应网络主播账号“是什么”的理论问题,有利于依据现有法律规范解决纠纷。
“关系范式说”准确锚定当事人“争什么”的实践问题,有助于合理确定主播账号之归属。故此,将二者结

合用于网络主播账号纠纷之解决,有助于实现裁判的妥当性。
(一)多元权利说之功用

1.破解理论僵局

目前,“物权说”“债权说”成为理解网络虚拟财产之性质的主要对立观点,这两种观点预设虚拟财产

的本质属性,尔后再进行逻辑证成,对网络虚拟财产权予以定性。这两种方式均存在些许不足:其一,“物
债二分”体系下,物权和债权是非此即彼的,同一客体只能属于一种权利,这样的认知是应激性的理论反

应。[10]知识产权说、新型权利说等学说也存在此种缺陷。其二,“物债二分”体系下,将网络主播账号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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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一种财产,忽视了主播账号属于其他权利的可能性。若采用上述逻辑方式,网络主播账号中其他权

利性质的内容也将被纳入物权或债权范畴,这显然与相应权利的属性与内容不相吻合。
针对上述理论之不足,多元权利说能有效破解此种僵局。首先,多元权利说认识到主播账号内容之

广泛,将其属性界分扩展至物债二分体系之外;其次,多元权利说深入更微观层面,拆解主播账号的实质

内容,可使其定位于多种权利;再次,多元权利说虽超越“物债二分”体系,但未否定“物债二分”体系,而是

采用了与之相反的逻辑演绎,从本质论转向效果论,将可能的权利规则用以解决不同的主播账号纠纷。
可见,多元权利说破解了理论僵局,更有利于正确厘定财产归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2.克服立法不足

“物债二分”体系难以确定网络虚拟财产法律性质,难以适用具体规则解决纠纷。若认为网络主播账

号具有物权属性,网络主播账号权利应属于所有权还是使用权? 若认为网络主播或者经纪公司为账号所

有权人,其所有权设立的原因应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何种规则? 若网络主播存在违规行为而被封

号,是否可以认定为网络运营商侵犯账号所有权? 若认为网络主播账号为债权,网络主播和经纪公司关

于账号权属的约定是否适用《民法典》“合同编”债权移转之规则? 在未通知网络运营商的情况下,经纪公

司是否可以请求网络运营商向其履行相应义务? 以上疑难问题《民法典》未见明文规定。
多元权利说可以克服“物债二分”体系下主播账号的立法不足。目前,《民法典》“总则编”第127条是

司法裁判援引最多的法律规范,但其仅为宣示性条款,难以依据此规则有效解决纠纷。多元权利说可区

分主播账号内容,从而再援引相应具体规则。例如,针对网络主播账号中个人隐私、肖像等人格权客体,
可适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相应规则。针对立法缺陷,尽管新型权利说提出创造一种独立的新型权利

以纾解困境,但立法并非一蹴而就,法律纠纷却时有发生,多元权利说有助于在相关立法阙如的背景下妥

善解决主播账号归属纠纷。
(二)关系范式说之助益

1.有利于应对复杂交互关系

民法规则存在“权利范式”和“关系范式”两种形态。“权利范式”适宜表述由一方主体主导的法律规

则,如法律主体之间存在互相牵制的复杂交互关系,即权利边界并非“平滑型”,而是“参差不齐型”,以至

于权利边界富有弹性时,“权利范式”远不如“关系范式”便利。[11]网络主播账号权属纠纷涉及多重法律关

系,各方主体存在权利义务牵制。不同关系中的网络主播账号权利并非同一概念,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

商之间的“账号权利”仅是以用户身份在平台进行活动的权限,主播与经纪机构之间的“账号权利”还包括

网络主播账号产生的利益归属。因此,仅以笼统的“网络虚拟财产权”来概括多重法律关系中的网络主播

账号权利,超出了“权利范式”规则下的合理性。“关系范式”则将主播账号的相关规则置于法律关系的框

架内展开,结合网络主播、经纪公司、网络平台运营商三者之间法律关系作出更妥当的处理。

2.有助于廓清网络主播账号纠纷的争议焦点

若单独以“权利范式”规则的视角来裁判网络主播账号权属纠纷,争议焦点则偏移为主播账号法律性

质。然而当事人所争议的并非网络主播账号“是什么”,而是网络主播账号权利的归属。“关系范式”将网

络主播账号权利置于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下,基于法律关系的内容把握权利性质及其归属。法律关系内容

的差异影响网络主播账号权利归属,初始注册人通过实名认证,与网络运营商形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网
络主播与经纪公司之间存在合同或劳动关系,多重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差异影响网络主播账号性质及归

属的认定。故网络主播账号归属问题的争议焦点不再是简单研判网络主播账号为何种权利客体,还包括

账号涉及的权利义务主体和内容。网络主播账号权属纠纷的争议焦点产生于上述何种法律关系也存在

不确定性,应当遵循“关系范式”的思路,根据不同法律关系明确当事人的真正诉请。
(三)多元权利说与关系范式说之联立

1.权利范式与关系范式并非对立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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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法规则的两种范式,权利范式和关系范式被认为是对立关系,然而二者绝非泾渭分明。例如,
债权需要在关系范式的规则中实现权利,但债权人仍然可以权利范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权利范式和关

系范式在实现权利时往往存在联系,无论是否以权利范式规定,最终纠纷发生以后将以关系范式解决。
权利范式和关系范式的划分只是源于绝对权与相对权的不同视角,物权、人格权等绝对权是权利范式的

典型代表,债权作为相对权是关系范式的代表。在绝对权受到侵害时,侵权行为引起侵权损害赔偿请求

权这一相对权的产生,关系范式开始发挥作用。网络主播账号研究范式从单一权利范式到权利范式与关

系范式的结合,有利于权利主体主张权利。

2.关系范式说与多元权利说的结合适用

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必有主体,亦必有其客体。主体为权利义务之所属,客体为权利义务之所附,主体

非人莫属,客体则依权利的种类而不同。[12]关系范式以主体视角,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而

认定权利属性。多元权利说则以客体视角,通过客体的种类确定权利性质。网络主播账号权属纠纷中的

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不确定性,相关主体除了网络运营商和初始注册用户外,还涉及网络主播和经纪公司

等第三人。关系范式将法律关系作为切入点,深度研究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将法律关系内容作为认定

权利性质的依据。若存在多重法律关系冲突,仅把握权利性质不足以确定其归属,还需要以关系范式厘

定网络主播账号的归属。
多元权利说和关系范式说都超越了“物债二分”体系,从权利客体和主体关系的视域研析网络主播账

号,便于援引现有民法规则体系的具体规范以认定权利性质及其归属。

四、网络主播账号性质厘定及归属确定的裁判路径

网络主播账号性质及归属认定的正当性来源于理论选择的正当,应当以“多元权利说”区分认定主播

账号的多种权利客体,以“关系范式说”结合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明晰争议焦点,以具体法律规范作为主

要裁判依据,从而妥善解决网络主播账号的纠纷。
(一)区分认定网络主播账号的多种权利客体

厘清网络主播账号权利性质为确定其归属的必由之路。网络主播账号是依托网络平台创建的,包含

特定的身份识别码、密码以及在该账号中储存的数据和收益的总和。[13]由数据组成的网络主播账号内容

是多样的,不可提前限定其性质。常见的主播账号内容可区分为账号数据、粉丝流量、用户信息等多元客

体,将这些客体分别与现有法律中的权利类型作类比,再涵摄于某项传统权利之中,适用该权利的法律进

行裁判。[14]

1.数据财产为物权客体

主播账号本质是由数据代码记录并存储的以数字化形式表现的财产,数据是构成账号的主体要素,
作为主播账号中的数据具有物权属性。[15]主播账号中的数据财产具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特性,且不因非

所有人占有而否定。物权的客体不应仅限于有体物,《民法典》第115条中的物权客体包含了“法律规定

的权利”,而权利并非有体物,故不应当以是否“有体”作为民法上的“物”的标志。主播账号所有权的设立

可依据《民法典》“物权编”第231条“事实行为设立物权”之规则,确立网络运营商享有主播账号的所有

权,此为大型网络平台的《网络用户服务协议》和司法实践所达成的共识。粉丝流量、直播打赏等以数据

形式存在的收益可解释为物权客体中的“添附物”,而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第322条“添附物”之规定,
若存在有效约定,应遵循当事人意志,反之应综合考量主播账号的投入成本进行划分。①

2.使用权限为债权客体

债权说认为虚拟财产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向权利人提供的具有专属性质的服务行为”。[16]账号使用权

·13·

①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22)鲁0214民初236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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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具有虚拟性、依附性、相对性等特征,具体表现为网络用户使用账号功能以及网络运营商的配合,是一

种存在于无形网络空间的“行为”。用户对账号使用依赖于网络运营商的积极反馈和辅助,网络用户以外

的主体无法向网络运营商主张权利。网络用户在使用账号前需要在网络运营商指定的平台登录,按照网

络运营商的引导发出指令,触发网络平台的特定功能。司法实践应当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第465条明

确依法成立的网络服务协议受法律保护,肯定账号使用权的产生基础。基于合同相对性,网络运营商提

供网络服务的义务只向特定用户履行。若账号使用权人与他人约定转移账号使用权,可认定为债权的转

移,应遵循《民法典》“合同编”合同变更和转让的规定。《民法典》第545条规定了债权转移的排除事由,
即债权性质不得转让、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若网络用户服务协议明确了账号不得转

让,则账号使用权人不得转移账号使用权。

3.人格标识为人格权客体

数字时代背景下,人格权保护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注重保护财产权益转向保护人格权益。[17]网络

主播账号标识包括头像、用户名、主播“人设”等具有识别性的标志,是人格权商品化的表现,网络主播的

个性化形象、声音、肖像、名称等人格权益催生出经济价值,这种人格利益内化了粉丝情感与账号的连接,
具有某种精神价值和物质生产价值。我国民法设立人格权许可使用制度是对人格权商业价值的肯定,其
权利客体涉及姓名、肖像、声音等符号,内容为对各种人格标识的商品化使用,即“依靠人格特质对公众的

吸引力而在商品经营中直接获取利益,亦可转让、许可他人用于相关商品和商业活动中”。[18]《民法典》
“人格权编”第993条“人格权许可使用”条款,可作为主播账号标识商业性使用的规范依据。在考量账号

归属与利益分配上,既不能只关注账号内现有的物质价值,也不能仅以合同约定来简单分配。应当考虑

主播在账号运营中人格标识商品化的程度,主播账号的商业价值是由主播专属性人格标识转化而来。因

此,基于账号经济价值的保护,此类人格标识应归属于网络主播。
须注意的是,上述三种内容是常见网络主播账号中抽象出的共性,网络主播账号内容多元,其实质内

容远不止如此。网络主播账号实质内容的多样化也证明了认定网络主播账号性质时不应先行假设,而应

将实质内容与各种权利客体之特征进行比较,从而找寻最优解释,此逻辑顺序也是多元权利说的核心优

势所在。
(二)结合法律关系归纳争议焦点

在“权利范式”下,网络主播账号的权利客体性质直观化,可免除正当性论证环节,具有规则的归纳和

凝练价值。为准确界分网络主播账号权利,还需结合“关系范式”,从多方主体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种类、主
体、客体视角归纳争议焦点。

1.法律关系种类上: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合同关系

合同法规则和侵权法规则是典型的“关系范式”。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的合同关系是权利归属的基

础,基于主播与经纪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经纪公司履行IP孵化、账号运营的义务,主播按照合同约定

运营账号,与经纪公司分配收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本质上是平等民事主体间分配财产利益的约

定,主播账号权利归属约定的根本目的是对账号经济利益的分配。网络主播账号中的粉丝流量、直播打

赏等财产属于添附财产,根据所有权中有关添附型财产的物权归属规则,若存在利益分配的约定,则优先

以约定确定账号中添附财产的权利归属;若不存在有效约定,则结合成本投入、人身专属性等因素综合认

定。

2.法律关系主体上:网络运营商不受案涉法律关系之限制

基于合同相对性,网络运营商并非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合同关系的主体,不受《经纪合同》权利义务

关系的约束。若《网络用户服务协议》中明确规定了用户禁止以任何形式赠与、出借、转让或者以其他方

式许可他人使用账号,可能与《合作协议》中账号归属的约定存在冲突,需要法院对两种协议进行取舍。
我国《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授权网络运营商以“实名认证”的方式对账号实际使用人和注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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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离的情形进行规制。① 可见,网络运营商对网络账号具有管领权能。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有关网络

主播账号权属的约定,不得妨碍网络运营商管领权能的行使。

3.法律关系客体上:“账号使用权及其收益”系案件争议焦点

从网络用户与网络运营商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账号所有权是权利义务内容的核心,而从网络主播

与经纪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网络账号使用权及其收益是权利义务关系的核心,故主播账号“使用

权”为主播与经纪公司产生纠纷的争议焦点。主播账号依附于网络平台,而网络运营商为设立人,对网络

主播账号享有所有权,其将使用权能让渡于“初始注册人”,但未丧失对账号的支配,账号的使用仍须遵循

所有权人的意志。此外,主播账号运行过程中所积累的粉丝流量、直播打赏等账号收益具有经济价值,属
于民法中的添附型财产,构成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网络主播账号的归属意味着账

号收益所有权的归属,故而司法实践应当明确主播账号的使用权限及收益为真正争议焦点。
因此,网络主播账号权利归属是解决纠纷的关键,需要结合法律关系,明确“账号使用权及其收益”为

权属纠纷的诉争客体,在不违反法律规范及网络服务协议的条件下确定其归属。
(三)以具体法律规范作为裁判依据

以网络主播账号多元权利属性为理论基础,可确定不同权利客体在《民法典》规则体系中的定位,援
引具体规范保护主播账号权利。以现有的具体法律规则为裁判依据,以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为补充;在无

法找寻具体规则,又不存在当事人有效约定的情况下,以公平与效率原则为裁判规范以解决纠纷。

1.以现有具体法律规则为裁判依据

在关于网络主播账号立法阙如的情况下,司法裁判仍应以现有规范为依据。首先,应当明确网络主

播账号为民法保护的法益。《民法典》第127条为网络主播账号的确权提供了基本法层面的依据。网络

主播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故应当依据此条款认定网络主播账号的相关权益具有合法性。所有利害关

系人均可依据《民法典》第127条,结合《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64条请求司法救济。其次,网络主播

账号具有多元权利性质,针对主播账号具体的内容定位于《民法典》分则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具体制

度。例如,网络主播账号中的物权部分,依照《民法典》“物权编”明确网络主播账号中物权之归属。再次,
因当事人合同可能存在违反《民法典》的表述,故不可完全依赖于合同约定界分主播账号权利。司法不应

放弃现有的法律规范而一味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便存在合同约定,法院仍应依据《民法典》“合同

编”的相关规范对合同效力加以审查。

2.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意思自治为补充

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和对于个人私权利的保护。[19]纵使对主播账号之界定

应依据法律规范,民法的私法性质和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仍应得到尊重,厘定主播账号归属应以合同约

定作为法律依据的补充。例如主播账号中的“添附型财产”,可依照约定确定其归属。因主播账号使用权

限为债权之客体,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若当事人合同中存在主播账号使用权归属的相关约定,只要不违

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此外,若合同

中将“账号使用权”表述为“账号所有权”,但经审理可以明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账号使用权”,法
院不应当苛责当事人专业术语使用的准确性,应在明确主播账号所有权归属于网络运营商的前提下,依
照当事人合法有效的真实意思确定账号使用权之归属。

3.规范与约定缺失时以公平与效率原则兜底

既定法律规则可解决账号数据财产归属,当事人意思自治可解决使用权与添附型财产的归属,然而

若二者均不存在,法院应当以公平和效率原则兜底以裁决纠纷。主播账号划分应综合考量网络主播账号

·33·

①

 

《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9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的,应当对申

请注册相关账号信息的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用户不提供真实

身份信息,或者冒用组织机构、他人身份信息进行虚假注册的,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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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成本、实际使用情况、转让程序等事实,以确保司法裁判的实质公平。当事人双方并未约定账号使用

权的归属,应综合案件事实裁判。例如,在“都市奇妙物语”案中,主播与经纪公司未就账号使用权限进行

确认,法院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结合网络运营商的《用户协议》,认定账号使用权应当属于初始注册人。①

在效率原则下,若账号使用权归属者并非注册用户,应考虑账号转让是否会引发“脱粉”,造成账号经济价

值流失。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主播账号转移与抖音用户服务协议内容相悖,且账号已积累具有核心

价值的粉丝,此与主播的劳动密不可分,经纪公司若掌握账号将减少收益。②

网络主播账号纠纷的裁判依据不应逾越民事法律制度,而应适用现有具体法律规则,在法律框架内

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补充;只有在法律和约定均为空白状态下,才能依据公平与效率原则裁决网络主

播账号纠纷。

五、结语

当前,世界已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和平台应用的智能化发展使得网络主播成为社会热门职业。
网络主播账号不仅是虚拟代码的组成,更承载着无限的预期利益,准确划分账号归属是维护其经济价值

的关键,而正确把握网络主播账号性质是明确其归属的前提。极具个性化的运营模式,使得网络主播账

号的权利客体多元化,兼具民法中多元权利属性。司法裁判应当从现有法律规范中援引具体规范,作为

保护网络主播账号的有力依据,并以“账号使用权及其收益”作为纠纷焦点,妥善裁决纠纷,以保护双方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助力网络主播账号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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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to
 

determine
 

lip-syncing
 

lies
 

in
 

whether
 

a
 

pre-recorded
 

song
 

is
 

substituted
 

for
 

a
 

live
 

performance.
 

The
 

crucial
 

factor
 

is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ubstitution,
 

and
 

the
 

extent
 

of
 

substitution
 

does
 

not
 

affect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lip-syncing.
 

China’s
 

legal
 

system
 

on
 

lip-syncing
 

incorporates
 

provisions
 

for
 

“exemption
 

upon
 

disclosure”.
 

The
 

improvement
 

from
 

four
 

aspects:
 

the
 

subject
 

of
 

disclosure,
 

the
 

manner
 

of
 

disclosure,
 

the
 

object
 

of
 

disclosure
 

and
 

the
 

content
 

of
 

disclosure,
 

will
 

not
 

only
 

optimiz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n
 

lip-syncing,
 

but
 

also
 

relieves
 

relevant
 

parties
 

in
 

commercial
 

performance
 

from
 

the
 

related
 

responsibility,
 

and
 

it
 

facilitates
 

targeted
 

and
 

efficient
 

supervision
 

by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safeguards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the
 

truth
 

and
 

the
 

right
 

to
 

choose,
 

and
 

ultimately
 

fosters
 

a
 

prosperous
 

and
 

healthy
 

performanc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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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commercial
 

performance;
 

lip-syncing;
 

semi-open
 

microphone;
 

right
 

to
 

know
 

the
 

truth;
 

right
 

to
 

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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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twork
 

anchor
 

account,
 

as
 

a
 

novel
 

productive
 

force
 

in
 

the
 

booming
 

era
 

of
 

Internet
 

economy,
 

has
 

an
 

endless
 

stream
 

of
 

related
 

judicial
 

disputes,
 

however,
 

China
 

has
 

not
 

yet
 

formed
 

a
 

dedicated
 

civil
 

legal
 

system
 

to
 

clarify
 

its
 

nature
 

and
 

ownership.
 

As
 

traditional
 

theories
 

under
 

the
 

“property-debt
 

dichotomy”
 

system
 

fail
 

to
 

properly
 

resolve
 

the
 

disputes
 

arising
 

from
 

network
 

an-
chor

 

accounts,
 

it
 

is
 

imperative
 

to
 

revisit
 

and
 

strive
 

to
 

solve
 

the
 

dilemma.
 

To
 

bridge
 

the
 

legislative
 

gaps
 

and
 

respect
 

the
 

existing
 

civil
 

rights
 

system,
 

we
 

should
 

adopt
 

“multiple
 

rights
 

theory”
 

and
 

“relationship
 

paradigm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realize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research
 

scope
 

and
 

perspective.
 

Given
 

the
 

highly
 

personalized
 

nature
 

of
 

network
 

anchor
 

accounts,
 

they
 

should
 

not
 

be
 

limited
 

in
 

advance,
 

but
 

should
 

be
 

regarded
 

as
 

multiple
 

rights
 

objects
 

such
 

as
 

real
 

rights,
 

creditor’s
 

rights
 

and
 

per-
sonality

 

rights
 

from
 

an
 

inclusive
 

perspective.
 

The
 

“right
 

to
 

use
 

and
 

income”
 

of
 

network
 

anchor
 

accounts
 

should
 

be
 

the
 

real
 

focus
 

of
 

disputes,
 

and
 

the
 

ownership
 

of
 

their
 

rights
 

should
 

primarily
 

be
 

determined
 

by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within
 

the
 

legal
 

limits.
 

Where
 

necessary,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should
 

serve
 

as
 

the
 

foundation
 

to
 

ensure
 

substantive
 

justice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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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nchor
 

account;
 

virtual
 

property;
 

property-debt
 

dicho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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